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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謠形式下的訓誡與啟蒙:
論張之洞《學堂歌》

李　 鵬

[提　 要] 　 張之洞《學堂歌》在思想內容上與其《勸學篇》有很多相通之處,既有從正人心出發的訓

誡,也有從開風氣出發的啟蒙,從中可見過渡時代新、舊知識與觀念之間的角力。 在文本形式上,張

之洞從中國古老的歌謠傳統中選擇了更利於表達、更便於傳唱的“三三七”句型。 《學堂歌》最初分

發湖北省城內外各學堂,此後越出湖北省界,成為唱歌科課本。 藉助淺近活潑的歌謠表達形式以及

教育體制的有力推動,《學堂歌》將《勸學篇》裡的核心思想“中體西用”傳播得更深更廣,擴大了它

在近代中國的影響力。 而其“三三七”句型,是對先秦以來中國民間歌謠傳統表達形式的繼承與發

揚。 因此,《學堂歌》是一兼具思想文化史、文學史意義的特殊文本。

[關鍵詞] 　 張之洞　 學堂歌　 勸學篇　 “三三七”句型　 中體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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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張之洞諸多著述中,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完成的《勸學篇》因其系統地闡述了“中體西

用”思想而受到普遍重視,①甚至被一些學者視為張氏生平最重要的著作。②相較之下,《學堂歌》並
不起眼,雖然近代音樂史領域研究學堂樂歌的著述偶爾會提及,但因為它僅有歌詞而没有樂譜,所
以多是一帶而過。③實際上,除了在近代音樂教育方面的探索之功,就其思想內容而言,《學堂歌》與
《勸學篇》之間有很多相通之處,只不過因預設的接受者不同,兩個文本採取了迥然不同的表現形

式而已。 而且,在《勸學篇》以上諭形式頒行天下之後,《學堂歌》的撰寫與推行,以更為通俗的形式

將“中體西用”思想傳播得更為深廣,這在思想文化史上的意義絶非一般歌詞可比。 另就其文本形

式來看,《學堂歌》與先秦以來的中國歌謠傳統之間有著深厚的淵源關係,從中能够看到漢語歌謠

因其語言特質形成的表達方式具有何等長久的生命力。 因此,張之洞的《學堂歌》值得我們作更為

細緻的審視。

一、《學堂歌》的內容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初六日(1905 年 1 月 11 日),張之洞下發《札學務處發學歌、軍歌》,要求學

務處“將發去《學堂歌》五千分並附發《軍歌》一百分查收,先行分發省城各學堂,散給各學生,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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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讀歌唱,以資感發。 務須人給一紙,不可遺漏”。④該公牘後附有《學堂歌》和《軍歌》。
《學堂歌》共分十三段。 第一段概説興辦學堂總綱,頭兩句為:“天地泰,日月光,聽我唱歌讚學

堂。 聖天子,圖自強,除去興學無别方。”⑤開宗明義,強調如欲自強,興學堂是唯一辦法。 接下來五

句分别説學堂裡“教體育”、“教德育”、“教智育”。 前此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之洞與張百熙、榮
慶擬定《學務綱要》,在“全國學堂總要”中強調“從幼童入初等學堂始”,教師講授功課時就應“曉
之以尊親之意,納之於規矩之中”,也特别提到“外國學堂於智育、體育外,尤重德育,中外固無二理

也”。⑥此次重定學堂章程,通曉學務的張之洞是實際主持人,因此《學務綱要》裡關於德、智、體育的

表述,實際源於他前一年所上《籌定學堂規模次第興辦摺》中的“考日本教育,總義以德育、智育、體
育為三大端,洵可謂體用兼賅,先後有序”,⑦都是把德育放在第一位。 稍有不同的是,《學堂歌》把
體育放在最前面,説“教體育,第一樁,衛生先使民強壯”。⑧

第二段主要概説中國所處地理位置、寒熱帶以及五大洲等。 第三段則接著講述中國輿地山川,
還涉及人種、沿海口岸以及內河港口。 第四段概述中國從三皇五帝到清朝同光中興的歷史。 第五

段先縷述各學科門類,然後簡要介紹學堂體系以及學習中外各種語言的用途。 這裡介紹的學堂體

系實即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與張百熙等人會商之後推行全國的“癸卯學制”:普通教育從小學、中
學到高等教育,此外還有與此並行的師範教育和實業教育,而高等教育裡的大學堂又分八科,所謂

“大學內,分八項,專門經濟佐廟堂”,⑨還有與大學堂相當的“專備交涉使四方”⑩的方言學堂,通儒

院則位居該學制金字塔的頂端。
第六、七、八段專説湖北的歷史與當下,其中第六段為“説鄉賢”,第七段為“説名宦”,第八段講

湖北省在《辛丑條約》簽訂後將攤派到本省的“賠款捐”中由各州縣承擔的那部分留作興辦學堂之

用,􀃊􀁉􀁓即“派賠款,搜索忙,各省分派民與商。 湖北省,免捐項,就將此款興學堂”,湖北教育發展因此

遠超全國其他省份:“湖北省,二百堂,武漢學生五千強”,“湖北省,採衆長,四百餘人東西洋”。􀃊􀁉􀁔

第四、六、七、八段關於中國歷史和湖北歷史的概述,其指導思想是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實際主

持制定的《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中關於初等小學歷史科目的規定。 該章程認為,歷史科目的要義

在於“略舉古來聖主賢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國文化所由來及本朝列聖德政,以養國民忠愛之本

源。 尤當先講鄉土歷史,採本境內鄉賢、名宦、流寓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嘆慕、增長志氣者為之

解説,以動其希賢慕善之心”。􀃊􀁉􀁕《學堂歌》裡對“我大清”德澤功業的讚美,以及所謂“説鄉賢,知趨

向”、“説名宦,知宗仰”,􀃊􀁉􀁖即源於這一思路。
第九、十兩段用中外正反事例證明只有興學培育人才方能興邦雪耻,否則將遭強國兼併而滅

亡。 這兩段實即張之洞《〈勸學篇〉序》中“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羅,耻不如

古巴;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越南、緬甸、朝鮮,懼為埃及,懼為波蘭”的另一表述。􀃊􀁉􀁗第十一、十二兩

段則左右開弓,對“守舊党”、“維新黨”、革命黨、“會匪黨”一一予以抨擊。
第十三段是收尾,勉勵同學們奮發向上,學成文武藝,做國之棟梁,如此則“中國盛,聖教光,黃

種尊貴日蕃昌。 上孝慈,下忠良,萬年有道戴吾皇”。􀃊􀁉􀁘其實,這裡回應的仍是《勸學篇》裡“保國、保
教、保種”的焦慮。 面對前所未有的世變,欲扶大厦於將傾的張之洞在《勸學篇》內篇《同心第一》裡
開出的救時之方是“學術造人才,人才維國勢”,􀃊􀁉􀁙即只有興辦學堂,培育人才,國家才能從困局中走

出來。 而他之所以如此熱心地撰寫《學堂歌》,其根本目的也在於此。

二、《學堂歌》的文本形式

雖然《學堂歌》在張之洞著述中形式較為特殊,但晚清重臣中,張之洞並非第一個撰寫歌謠的。

741



在他之前,曾國藩在咸豐二年(1852)居鄉時曾作過《保守平安歌三首》,咸豐五年、六年、八年在軍

中又先後作《水師得勝歌並序》、《陸軍得勝歌》、《愛民歌》等。 曾國藩這些歌謠,全用七字句,基本

上兩句一押韵,語言極通俗,例如《保守平安歌三首》中的《第一莫逃走》云:“我走天下一大半,惟有

此處可避亂。 走盡九州並四海,惟有此處最自在。 别處紛紛多擾動,此處却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

安靜,别處更難逃性命。 只怕你們太膽小,一聞謠言便慌了。”􀃊􀁉􀁚

與曾國藩的歌謠不同,《學堂歌》没有通篇採用七字句,而是採用了“三三七”句型,即用兩個較

為短促的三字句和一個七字句搭配成一長句,第二個三字句及七字句均押江陽韵,一韵到底,鏗鏘

有力。 這一表達形式有三個優點:其一,兩個三字句與一個七字句搭配,可以有效避免通篇七字帶

來的單調感,增強了節奏感。 其二,選用三、七字奇數句而不是四、六字偶數句,更便於單音節詞與

雙音節詞之間的靈活搭配,表達更流暢。 其三,通過韵脚的呼應,不僅將前兩個三字句與後一個七

字句連成一個整體,同時也保證了整首歌謠形式上的整齊及音調上的和諧。 在《學堂歌》最後一

段,張之洞點明這一形式源自《荀子·成相》篇:“荀卿子,歌成相,此歌勸學略摹仿。”􀃊􀁉􀁛“成相”,按
照盧文弨、俞樾的解釋,就是“奏此曲”、“成此曲”的意思,盧文弨甚至認為“審此篇音節,即後世彈

詞之祖”。􀃊􀁊􀁒《成相》篇共分 56 節,各節相對獨立,每節 5 句,各句字數依次大體是三、三、七、四、七,
除第四句外,句句押韵。 顯然,《學堂歌》在形式上確實模仿了《成相》篇。

一般認為,《荀子·成相》篇在形式上與當時民間文藝有極大關係。􀃊􀁊􀁓實際上,“三三七”句型在

先秦之後的民間歌謠中也有。 例如,漢樂府《淮南王》篇首為“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
南朝民歌《始興王歌》有“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北朝民歌《敕勒歌》有“天蒼蒼,野茫

茫,風吹草地見牛羊”等。􀃊􀁊􀁔唐代敦煌變文《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講經文》裡唱經詞有大量“三三七”句
型,如“世間事,目前存,苦樂相兼有甚誇”、“也剛築,也柔和,虛空逼塞滿娑婆”等。􀃊􀁊􀁕此外,像杜甫

《兵車行》開篇即是“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而白居易新樂府詩中這種句型則更多,
如《七德舞》首句為“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母别子》首句為“母别子,子别母,白日

無光哭聲苦”􀃊􀁊􀁘等。 據我統計,白居易 50 首新樂府中,嚴格以“三三七”句型開篇的有 20 首,佔了

40% 。 如果再加上另外 11 首以“三七”句型開篇的,則高達 62% 。 陳寅恪先生認為白居易此類創

作表達形式與民間歌謠流行體制的影響有關:
關於新樂府之句律,李公垂之原作不可見,未知如何。 恐與微之之作無所差異,即以

七字之句為其常則也。 至樂天之作,則多以重叠兩三字句,後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句後接

以七字句。 此實深可注意。 考三三七之體,雖古樂府中已不乏其例,即如杜工部《兵車

行》,亦復如是。 但樂天新樂府多用此體,必别有其故。 蓋樂天之作,雖於微之原作有所

改進,然於此似不致特異其體也。 寅恪初時頗疑其與當時民間流行歌謠之體制有關,然苦

無確據,不敢妄説。 後見敦煌發見之變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體,始得其解……然則樂天

之作新樂府,乃用毛詩,樂府古詩,及杜少陵詩之體制,改進當時民間流行之歌謠。􀃊􀁊􀁙

陳寅恪先生敏銳的學術洞察力令人敬佩,但他僅將“三三七”句型泝至樂府古詩,并没有提及《成
相》篇。

及至明清時期,民間盛行彈詞。 例如,明代楊慎編撰《廿一史彈詞》,所謂“今將歷代史書,大略

編成一段,攢十字詩詞”,他採用“三三四”句型説唱歷史,比如卷一“總説”云:“盤古生,一出世,初
分天地。 至三皇,傳五帝,漸剖乾坤……”􀃊􀁊􀁚這部彈詞雖然後一句採用四字句,但前兩句也是三字

句。 兩相比較,“三三七”句型將後一句增至七字,擴大了表達容量。 清代彈詞則多用七字句,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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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徑稱其為“七字句的盲詞”,􀃊􀁊􀁛如《玉鴛鴦》通篇為七字句,􀃊􀁋􀁒而陳端生《再生緣》則基本上是七字

句,偶爾雜以三字句,因此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也是直接將彈詞稱為“七字唱之體”,並斷言

“《再生緣》之文,質言之,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長篇巨制也”,“彈詞之文體,即是七言排律,而
間以三言之長篇巨制”。􀃊􀁋􀁓丘心如《筆生花》為糾《再生緣》立意之偏而作,其體制也是七字句加三字

句,有時則連用兩個三字句成“三三七”句型,如卷一第一回寫道:
新刻《再生緣》一部,當時好者競爭傳。 文情婉約原非俗,翰藻風流是可觀。 評遍彈

詞推冠首,只嫌立意負微愆。 劉燕玉,終身私訂三從失。 怎加封,節孝夫人褒美焉……因

翻其意更新調,竊笑無知姑妄言。 陋識敢當蓮出土,鄙人原是管窺天。 偷弄筆,試披箋,舊
套何妨另樣鐫。􀃊􀁋􀁔

清代另一種説唱文學子弟書,被啟功師認為是可以與唐詩、宋詞、元曲、明傳奇相媲美的“時代

的一‘絶’”,也是“基本上以七言詩句為基調。 每句中常常襯墊一些字數不等的短句”。􀃊􀁋􀁕子弟書中

用來襯墊的短句,不少是三字句,遂成“三七”句型。 例如,羅松窗《尋夢》子弟書中有:“悔當初,不
該午夢留春睡。 勾惹起,無限相思這一場。 到而今,寂寂閑庭人冷落,昏昏情緒病凄凉。”􀃊􀁋􀁖再如,
《憶真妃》中也有:“楊貴妃,梨花樹下香魂散。 陳元禮,帶領著軍卒才保駕行。 嘆君王,萬種凄凉,
千般寂寞。 一心似醉,兩泪如傾。 愁漠漠,殘月曉星初領略。 路迢迢,涉水登山那慣經……”􀃊􀁋􀁗

此外,清代另一種民間説唱文學大鼓書也基本採用七字句。 例如,《新出大鼓書單刀赴會》通
篇為七字句,開篇寫道:“魯肅設宴江邊上,東吳名將數十員。 舉目留神抬頭看,上水下來一隻船。
旗杆上邊飄帥字,關公端坐甚威嚴……”􀃊􀁋􀁘其他像《呼延慶打擂》、《羅成算卦》等大鼓書詞也主要是

七字句。
可見,就中國歌謠傳統而言,不長不短、奇偶搭配的七字句是主流。 到了清代,民間説唱文藝如

彈詞、子弟書、大鼓書多用七字句,有不少甚至通篇皆用七言。 曾國藩的軍歌之所以通篇用七言,應
該與當時這些民間説唱文藝的影響有很大關係。 不過,相較而言,以七言為基礎形成的“三三七”
句型或“三七”句型利用增加的三字句裡單、雙音節之間的靈活搭配,既擴充了表達容量,又通過長

短相間以及必要的停頓,打破了全是七言句的板滯,節奏感更好,更便於演唱。 因此,無論是先秦的

《荀子·成相》篇,還是漢樂府、南北朝民歌、唐代的變文、新樂府以及清代的彈詞、子弟書,都青睞

這一形式。 也就是説,在歌詞形式的選擇上,張之洞可能比曾國藩更為精心,他從中國古老的歌謠

傳統中選擇了更利於表達、更便於傳唱的形式。
此外,張之洞《學堂歌》雖然淺易曉暢,却避免了類似曾國藩歌謠中過分口語化的語詞及散文

化的句式。 梁啟超曾在其《詩話》第 120 則感慨歌詞創作之難:“今欲為新歌,適教科用,大非易易。
蓋文太雅則不適,太俗則無味。 斟酌兩者之間,使合兒童諷誦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國文學之精粹,真
非易也。”􀃊􀁋􀁙《學堂歌》的遣詞,經過了“太雅”與“太俗”之間的小心斟酌,絶非率爾下筆,隨意成章。

三、《學堂歌》與《勸學篇》

從寫作時間上來看,《學堂歌》與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張之洞等人奏定的《學務綱要》及學堂章

程僅相差一年有餘,因此《學堂歌》裡出現與後者高度相關的表述並不奇怪。 不過,張之洞的思想

早在光緒二十四年的《勸學篇》裡就已經成熟,由於他是重訂學堂章程的實際主持者,相關思考自

然會滲透到章程與綱要中,例如關於學制的安排,《勸學篇》外篇《學制第四》有專門的探討,在考察

國外學制的基礎上,將學堂分為小學堂、中學堂、大學堂等。 因此,追溯起來,《學堂歌》的根源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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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學篇》。
首先,《學堂歌》裡很多表述都能在《勸學篇》中看到類似或相關的論述。
例如,《學堂歌》第三段有“黃種古,白種強,黑蠢棕微紅種亡。 我黃種,偏東方,滿蒙漢人都一

樣”,􀃊􀁋􀁚這一關於人種的劃分,源自張之洞對西方人種學的瞭解,其《勸學篇》內篇《知類第四》云:
“西人分五大洲之民為五種:以歐羅巴洲人為白種,亞細亞洲人為黃種,西南兩印度人為棕色種,阿
非利加洲人為黑種,美洲土人為紅種。”􀃊􀁋􀁛《學堂歌》所謂“黑蠢”的説法,表明張之洞也受到西方人

種學裡的種族偏見的影響,但以棕色人種的衰微、紅色人種的滅亡與白色人種的強大對舉,是為了

突出“保華種”的迫切性,同時試圖以黃色人種悠久古老的歷史激發“我黃種”的自信。
再如,《學堂歌》第五段説到語言學習:“學國文,文理暢,方解經史古文章。 學英文,用處廣,英

國商務遍華洋。 學日文,近我邦,轉譯西書供採訪。 學法文,各國尚,條約公牘須磋商。 學德文,武
備詳,專門字義皆確當。 學俄文,交界長,教習雖難也須講。 臘丁文,古義藏,隨意學習不勉強。”􀃊􀁌􀁒

《勸學篇》外篇《廣譯第五》也有類似表述:“大率商賈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牘、條約,法文之用多;至
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兩相比較,《學堂

歌》多出了德文、俄文和拉丁文,所述更為周備。
又如,《學堂歌》第九段枚舉外國因興學而強大的事例:“俄國強,彼得皇,親到荷蘭學船廠。 德

國強,由畢相,人人當兵復故疆。 勝強敵,合聯邦,皆因小學人才昌。 日本強,由尊王,志士伊藤與西

鄉。 三海島,雄東方,一國三萬小學堂。”􀃊􀁌􀁔《勸學篇》外篇《游學第二》同樣列舉了日本伊藤等人、俄
國彼得大帝以及暹羅世子游學歐洲的事例來證明出洋留學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學堂歌》兩次

直接提到日本,除了這裡,第二段末尾還有“中國圓,日本長,同在東亞地球上”。􀃊􀁌􀁕這是由於中日甲

午海戰之後,慘敗的中國終於正視日本的崛起,為了救亡圖存,甚至願意屈身向日本學習。 例如,光
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1897 年 12 月 4 日),汪康年在《時務報》上發表《論華民宜速籌自相保

護之法》,認為派人赴日留學不僅省錢而且“所學亦不遜於歐美”。􀃊􀁌􀁖而康有為戊戌變法時所上《奏
請廣譯日本書大派游學摺》則認為應該大譯日本書籍,“若派游學乎,則宜在歐美矣”。􀃊􀁌􀁗《勸学篇》
外篇《游学第二》持論與汪康年相同:“至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
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删節而酌改之。 中、東情勢

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張、汪與康雖然意見略有出入,但他們藉由東洋學西洋

的想法是一致的。
其次,除了上述顯在的話語雷同,《學堂歌》與《勸學篇》最內在的相似其實是體用二分的思維

模式,這充分表明張之洞在思想成熟之後“吾道一以貫之”。
張之洞《勸學篇》主張保留中學裡最為核心的道德綱常,同時採用西學裡富國強兵的科學技術

以及一些制度設計,前者是內在根本,不可動搖,後者是外在變通。 此即張之洞《〈勸學篇〉序》中自

揭寫作宗旨所云:“《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也即外篇《會通第十三》所強調

的:“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因此,張之洞在外篇《設學第三》談到

開設學堂需要注意的五點,第一點即“新舊兼學”,並解釋道:“學《四書》 《五經》、中國史事、政書、
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 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舊學裡除了儒家經典,被
認為與經世致用緊密相連的史學、輿地學也受到重視。 而在第二點“政藝兼學”裡,張之洞進一步

解釋新學裡的西政指“學校、地理、度支、賦税、武備、律例、勸工、通商”,都是一些社會運行與管理

的制度設計,並不涉及政體本身,西藝則為“算、繪、礦、醫、聲、光、化、電”,􀃊􀁍􀁒都是一些實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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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勸學篇》一樣,《學堂歌》的內容也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從正人心出發的訓誡,二是從開風

氣出發的啟蒙。 當然,有時啟蒙與訓誡也交織在一起。
《學堂歌》裡的訓誡從正反兩方面展開。 有正面的教導,例如第一段有“教德育,先蒙養,人人

愛國民善良。 孝父母,尊君上,更須公德聯四方”,􀃊􀁍􀁓第四段對歷史上三皇五帝、孔聖人以及“我大

清”的頌揚,以及第五段分述學堂各學科時首先説“讀《五經》,誦勿忘,先講大義後精詳。 修身學,
重倫常,孝弟愛衆尊師長”,􀃊􀁍􀁔都言之諄諄地對學子進行誘導。

不過,正面的説教容易流於空泛,倒是反面的勸誡能够更清晰地劃定思想與行為的邊界。 由於

《學堂歌》針對的是年輕的學子,他們思想尚不穩定,因此歌裡禁止性的勸誡話語更多。 例如第四

段在講完同光中興“平內寇,和萬邦”的功德之後,叮囑學子不要被太平天國的“亂黨”所蠱惑:“切
不可,信亂黨,亂党推戴太平王。 毒天下,是洪楊,殺害同種如草莽。”􀃊􀁍􀁕在第十一段裡,則針對“守舊

黨”提出五戒:“拋烟槍”、“纏足放”、“風水妄”、“惹禍殃”、“鄙外洋”。 其中“風水妄”指因為迷信

而“不敢開山與通江”,以致各種礦産“任它拋弃在山岡”。 而“惹禍殃”則指因為反基督教掀起各

種風波,比如“青島澳,屬外邦,旅順廣灣教照樣。 拳匪亂,驚廟堂,賠九百兆本利長”。 對此,張之

洞《勸學篇》外篇《非攻教第十五》有更詳細的闡述:“中外大通以來,西教堂佈滿中國,傳教既為條

約所准行,而焚毀教堂又為明旨所申禁。 比因山東盜殺教士一案,德國藉口遂踞膠州,各國乘機要

求,而中國事變日亟。 有志之士但當砥礪學問,激發忠義,明我中國尊親之大義,講我中國富強之要

術,國勢日強,儒效日章,則彼教不過如佛寺、道觀,聽其自然可也,何能為害?”􀃊􀁍􀁖而關於鴉片毒害及

解决辦法,《勸學篇》內篇《去毒第九》也有專門論述。
如果説對於“無應敵制變之術”以致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守舊党”張之洞還只是怒其不爭的

話,那麽對於無視名教、各種説法與做法危及政權根本的維新黨、革命黨、會匪黨之類他則是深惡痛

絶、勢不兩立。 《學堂歌》第十二段直截了當地告誡後生:“自由字,莫誤講”、“民權字,莫狂妄”、
“革命話,莫鴟張”、“女平權,莫改常”、“叛逆報,莫受誑”。􀃊􀁍􀁗他認為對新學裡方興未艾的各種話語

以及鼓動宣傳這類話語的報紙都必須堅决抵制。 他還強調:“我倫理,莫逾蕩,外國愛親尊君王。
我聖教,莫拋荒,文明國粹保久長。 看日本,改西裝,孔教漢學最尊仰。”􀃊􀁍􀁘其實,《勸學篇》內篇《明
綱第三》即已旗幟鮮明地説:“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 故知君臣之綱,則民

權之説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説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説

不可行也。”􀃊􀁍􀁙而內篇《正權第六》更是斷言:“民權之説無一益而有百害。”􀃊􀁍􀁚可見,類似話語一直以

來都讓他憂心忡忡。
與訓誡並重的是,《學堂歌》裡還有不少西學知識與觀念的啟蒙。 晚清掀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二

次西學東漸浪潮,身處其中的張之洞迫於時勢,從以不談洋務為高的士林清流轉而成為力倡新學的

標誌性人物,在撰寫《學堂歌》時,他當然要將他已經接受並且認為有必要擴大傳播以啟民智的一

些基本知識與觀念納入其中,以便衆多年輕學子在傳唱中受到啟蒙。 從這個意義上説,《學堂歌》
可能是考察西學東漸浪潮在晚清實際傳播效果的上佳文本。

例如,第二段全是從西學來的地理知識:“最尊貴,是太陽,行星地球繞其旁。 地球圓,微帶長,
萬國人物生四方。 熱帶暑,寒帶凉,南北極下皆冰洋。 溫帶下,中華當,赤道二十三度強……”􀃊􀁍􀁛雖

然在今天看來,這不過是再基本不過的常識,但對於清末普通學子而言,這却是很有必要的知識普

及,而且知識背後還包含著觀念的啟蒙與轉變,如從“天圓地方”到“地球圓”,從“天下”到“世界”
“萬國”。

151



再如,第五段關於新學各學科提綱挈領的介紹:“算數學,簡為上,比例代數捷非常。 八綫表,
不用想,能通幾何包《九章》。 博物學,窮天壤,衛生益智心開朗。 理化學,原質詳,配合製造通陰

陽。 辨炭酸,分硫養,火藥全仗硝磺鏹。 電鑛汽,力聲光,理化門門有專長。 圖畫學,摹物狀,先用毛

筆後尺量。 政法學,治國方,後生淺學莫躁妄。 陸軍學,分兩堂,戰術計畫戒鹵莽。 溝壘速,地形相,
火器測準馬善養。 體操學,關衰旺,人人勝兵其國昌。”􀃊􀁎􀁒這對於初學者來説,也是很好的導引。 如

前所述,這段後面緊接的關於學制的介紹,也是來自對西方教育制度的考察與研究。 而對於外語學

習重要性的強調,則是為了轉變當時學子不願學“夷語”的陳腐觀念。 吳汝綸己亥年(1899)二月十

六日《與冀州紳士》信中為了勸誘河北年輕學子來跟英人學英語,甚至説:“西人語言文字,期以五

年無不成者。 五年之內,所耗束脩止一百餘金(以每月二金計算)。 五年之外,即可大發財源,本小

利大,莫過於此。”􀃊􀁎􀁓可即便如此利誘,他後來在《答馬通白》中也只能很無奈地説:“苦勸數月,得廿

人。”􀃊􀁎􀁔其時一般士子不願學外語於此可見一斑。 晚清一些士大夫甚至認為如果讓士子勤學外語,
日後這些人很容易成為漢奸,因此對張之洞制定學堂章程要求中學堂以上必須學外語大呼不解:
“今以勤習洋文,懸為功令,口耳習熟,心與俱化,洋人以利相餌,勢不至盡為漢奸不止。 我朝列祖

列宗,不責漢人以習清書,而文襄乃強多士以習洋文,此愚所未喻也。”􀃊􀁎􀁕

而第九、十兩段提及的外國興亡史事,恰是對第五段中“歷史學,知已往,世界變遷弱變強”􀃊􀁎􀁖的

注解。 給年輕學子傳授一些中國以外的史實,對於打破他們以中國為中心的井蛙之見顯然是有幫

助的。
綜上可見,雖然不同於《勸學篇》對“中體西用”的系統化論述,貫穿整首《學堂歌》的仍是立足

於正人心的訓誡和開風氣的啟蒙,其最終目的也是為了救亡圖存。

四、《學堂歌》的傳播

光緒八年(1882)五月,張之洞在給張幼樵的信中説:“一切筆墨皆須己出,不惟章疏,即公牘亦

須費心改定,甚至自創。”􀃊􀁎􀁗中過探花、身居高位的張之洞之所以要費如此心力親自撰寫《學堂歌》這
樣的通俗歌謠,最主要是因為考慮到其傳播接受對象是學堂裡的年輕學子。 《勸學篇》寫完之後首

先進呈御覽,然後頒行天下,張之洞主要是想藉此轉變統治階層中的有力者以及士人精英的觀念,
即主為在上者説,嚴謹縝密的論述方能有説服力;而《學堂歌》寫完之後是分發給學子,他想要藉此

影響中國社會未來的中堅力量,即主為初學者説,淺近的語言和活潑的形式顯然更容易被接受。 而

且,因為寫作姿態向下,《學堂歌》雖然頻頻使用第一人稱“我”意圖促成作者與傳唱者以及傳唱者

彼此之間的認同感,例如説“我大清”、“我黃種”、“我同學”等,但居高臨下的訓誡與指斥以及苦口

婆心的啟蒙與指引也所在多有。
《學堂歌》的撰寫,還跟張之洞考察外國學制時注意到外國學堂普遍有唱歌音樂有關,即《札學

務處發學歌、軍歌》中云“近來外國學堂及行軍皆有唱歌一門,深與中國古風相合”。􀃊􀁎􀁘此前《學務綱

要》也特别提到:“至於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秦漢以前,庠序之中,人無不習。 今外國中小學堂、師
範學堂,均設有唱歌音樂一門,並另設專門音樂學堂,深合古意。 惟中國古樂雅音,失傳已久。 此時

學堂音樂一門,只可暫從緩設,俟將來設法考求,再行增補。”􀃊􀁎􀁙考慮到當時音樂教育人才的缺失,學
堂暫不開設音樂課,其替代方案則是“誦讀有益德性風化之古詩歌”。􀃊􀁎􀁚可能張之洞覺得僅用古詩歌

終究還是個缺憾,至少不便於新知的傳播與啟蒙,於是他乾脆親自操刀撰寫了新歌詞。 雖然《學堂

歌》没有樂譜,但張之洞要求學生列隊上下學及操演時以此歌為行進節奏,“上六字緩讀,每一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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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此六字略一停頓;下七字急讀,七字共四步”。􀃊􀁎􀁛如果換成節拍,兩個三字句約略是一字一拍,須
拉長聲調;七字句則是切分成三個雙字節和一個單字,大體是“二二一二”,共四個拍子,聲調相對

急促。 這與中國文人傳統的詩文吟誦很近似,即後文馮友蘭所謂“大聲念”、“把腔拉長一點”,頗便

於傳唱者上口。
清末像張之洞這類懂學務的人之所以重視學堂裡的唱歌,是因為他們已經認識到歌曲能够讓

唱歌者在潜移默化中獲得德性上的熏習、情感上的陶冶以及知識觀念上的轉變。 在《札學務處發

學歌、軍歌》裡,張之洞説他親自撰寫《學堂歌》、《軍歌》的目的是讓學生、兵勇熟讀歌唱,“以期感

發其忠愛之忱,鼓勵其自強之志”。􀃊􀁏􀁒比張之洞稍早些,1904 年,保三也在《樂歌一斑》中稱:“唱歌為

小學必修科之一。 誠以唱歌者,引起兒童興趣,陶淑生徒情性,於教育上為至要之端也。 ……蓋學

校之有唱歌,凡歷史、地理、修身、理科、體操等各科目,無不寓於其中。 能使兒童口舌之間,引起各

科之舊觀念,而得新知識,此一端也。”􀃊􀁏􀁓身處新舊之交時代的張之洞已經意識到,歌謠是傳播知識、
宣傳觀念的極佳工具,因此儘管他不懂音樂,却還是利用自己在文學上的特長,撰寫《學堂歌》,將
他的知識和見解灌輸其中,以便更好地完成對廣大學子的訓誡與啟蒙。

在《札學務處發學歌、軍歌》中,張之洞除了要求學務處將發去的五千份《學堂歌》散發給省城

學堂學生外,還另外要求“將《學堂歌》迅速放大字樣,工寫精刊,用好紙刷印一萬本,裝訂成册,呈
解來轅聽候酌發省外各學堂”。􀃊􀁏􀁔也就是説,湖北省城內外各學堂共分發了一萬五千份。

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初二(1905 年 3 月 7 日)《申報》第十版載:“去年萬壽節張宮保自撰歌章多

種,以《軍歌》及《學堂歌》最為得意,故日前特諭營、學兩處及警察局速刊五萬本,遍發軍人、學生及

一切居民,以維人心而敦風俗。”􀃊􀁏􀁕這則消息刊發的時間距張之洞下發前述公牘兩個月差四天。 據

此,《學堂歌》以及公牘提到的“另行飭發刊刻”的《軍歌》後來實際刊印總數達到五萬份。 而且,
《學堂歌》後來似乎並不僅是分發給學生,可能也包括報紙提到的“居民”。 如此一來,《學堂歌》的
傳播實際越出了學堂。 此外,馮友蘭晚年自述曾提到其時在湖北方言學堂任職的父親教他們唱

《學堂歌》的情景:“《學堂歌》是張之洞作的,當時大、中、小學堂都唱……我們這些小孩也學唱這個

歌,其實也無所謂唱,因為本來没有譜子,只要大聲念,再把腔拉長一點,就算是唱了。”􀃊􀁏􀁖馮友蘭當

時並没有上小學,而是跟著母親在家裡讀書,他學唱《學堂歌》的經歷,足見《學堂歌》的傳唱絶不限

於學校裡的學生。
不僅如此,《學堂歌》的傳播很快越出了湖北省界。 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七(1906 年 1 月 1

日)《申報》第三版有《奏請審定學堂唱歌科課本》的報道:
日前杭州將軍瑞留守奏稱:前在荊州副都統任內,以湖廣總督張之洞所撰《學堂歌》

音節調適,詞旨顯豁,雖章句無多,而於中外政學源流,已能得其大概,且於當時邪詞誣説,
辟之尤力,果能於童蒙時講明此義,將來自不為歧趨所惑,於學界不為無裨。 因將原本照

繕進呈,奏請飭下管學大臣審定後,頒為各省小學堂唱歌科課本,以宏教育。 惟此歌本只

為湖北學堂而設,其中六、七、八三段皆專指湖北事實而言,應否删改之處,亦即由管學大

臣參酌議訂。 現已奉朱批:學部知道,欽此。􀃊􀁏􀁗

這份奏疏請求學部將《學堂歌》“頒為各省小學堂唱歌科課本”。 此後,果然有了將《學堂歌》、《軍
歌》以及張之洞撰寫的另一首《中國大地形勢歌》合在一起的《張相國新撰唱歌教科書》,甚至在進

入民國後,還有以此為基礎稍加修訂、題有“張宮保鑒定”字樣的《繪圖蒙學唱歌教科書》。􀃊􀁏􀁘衆所周

知,一旦成為課本,通常就意味著文本在大範圍內周期性地反復傳播,無論是傳播的廣度還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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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都會大大增加。
另外,可以想見的是,《學堂歌》的歌謠性質意味著它的傳播有可能脫離對書面文字閱讀能力

的依賴,因其音韵和諧而在口耳之間一傳十、十傳百。 如果聽見進過學堂的人唱《學堂歌》,學堂之

外的人尤其是那些年紀更小還没有上學的孩子也可能跟著吟唱。

結　 語

總之,就創作動機而言,張之洞創作《學堂歌》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想以歌謠的形式宣傳思

想,但他採用的却是與中國歌謠傳統極具淵源的表達形式,真可謂“不失祖國文學之精粹”。 因此

這一創作本身就極具“中體西用”色彩。 如果説《學堂歌》裡的內容折射了過渡時代新、舊知識與觀

念之間如何角力的話,那麽它的傳播,則讓我們注意到,知識與觀念如何在體制權力的助推下滲入、
深入到人們最初的學習以及生活裡,􀃊􀁏􀁙在近乎潤物細無聲的狀態下實施預定的訓誡與啟蒙。 而《勸
學篇》中的核心思想“中體西用”,也經由《學堂歌》淺近活潑的表達以及教育體制對此歌的有力推

行,獲得了更為深入、廣泛、持久的傳播,擴大了它在中國的影響力。 當然,今天的我們以歷史“後
見之明”回望,不難發現,無論是《學堂歌》還是《勸學篇》的實際傳播效果其實都是啟蒙壓過了訓

誡,推翻滿清帝制的辛亥革命最後在張之洞長期主政的武漢首先爆發並不是偶然的,而這一結果恐

怕並不是心心念念要保全“我大清”政權的張之洞的初衷。 歷史發展如此吊詭,足見大勢裹挾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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